
 

洛阳唐代景教经幢表现的母爱主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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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大和三年（公元 829 年）洛阳景教经幢是粟特移民后裔刻勒者为其母亲“安

国”安氏夫人所建造的，经幢题刻将“母爱”提到一个主题，将神性“圣爱”与人伦“母爱”

结合。经幢上镌刻有景教《宣元至本经》，但祭母的大悲悯揭示了世俗爱的伦理道德，整个

经幢没有表现宗教忏悔心理，而集中表现的是教徒祭母时“母爱”情怀，甚至大秦寺寺主亲

自参加教徒母亲的移坟仪式，既有利于信仰的凝聚力，也易为当地百姓所认同，与中国人孝

顺伦理和儒家“仁爱”理论有着相通性。这说明景教在“不拜祖先”信仰原则上采取了敬父

爱母的迂回策略，赢得了民众的认可。特别是景教入华后将基督教十诫中第五条“当孝敬父

母”提前到第三愿，其伦理优先顺序发生变化，适时极力宣喻与自己教义相符的人道思想，

开辟了新的获救型文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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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和三年（公元 829年）洛阳景教经幢是粟特移民后裔刻勒者为其母亲“安国”安氏

夫人所建造的[2]，经幢题刻将“母爱”提到一个主题，实际上是将神性与人性、慰藉与亲

情融为一体，将“圣爱”世俗化播散在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之中。如果说儒家提倡“仁”，佛

教提倡“善”，景教则弘扬的是“爱”，特别是“母爱”成为景教进入华夏国土后宣喻的伦理

关切与人道精神[3]，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求门徒“爱人如己”（博爱）基础上的理想之爱，有

别于儒家血缘远近的等差之爱。（图一） 

 

 

图一 景教经幢原状图 

 

一，母爱主题 

景教是外来移民漂泊者特有的精神诉求，也是底层民众命运轨迹和心路历程的追求。景

教表达最丰富的是“博爱”情感、“怜悯”心理、“忏悔”心态。但是从叙利亚东来的景教有

着自己的伦理规范，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如祭祖拜像等有着某些冲突，甚至在武则天时期的



洛阳和唐玄宗初期的长安都意外地引来一些谩骂讪谤声浪[4]。景教在“君权与神权”上采

取妥协策略以保证皇帝政治上的支持，而在“不拜祖先”信仰原则上采取了敬父爱母、慎终

追远的“孝道”迂回策略，将宗教信仰糅合民俗文化，赢得民众的认可。 

安史之乱是唐代的一个历史拐点，洛阳也从黄金时代步入人心惶恐、流离失所的时期，

安史叛军不仅给人们造成强烈的恐惧，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迷茫与痛苦，佛教慈善的义举和

养病坊在安史之乱十几年里曾一度中衰，即就是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也不可能救济长安、洛

阳等那么大范围百姓的贫苦，一般民众仰仗佛教的文化优越感成了幻觉，特别是中央朝廷的

缩小，政治斗争的混乱，文化权威的消失，道德力量的弱化，使洛阳成为安史叛军、唐军、

回纥军队三方轮流杀掠的灾难之城，洛阳百姓以树叶充饥，甚至以纸为衣[5]，普遍的灾难

降临于社会大众，胡汉之间进入怀疑猜忌与提防关系，景士在洛阳陷入一种长期复杂的纠葛

中，面对周边军阀藩镇的威胁和回纥军队的抢掠，他们首先面临的是自我解救。虽然我们无

法判断景教士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煎熬，但走出悲情治疗创伤，景教无疑是最好的医方之一。

景教也恰恰弥补了这一空间，“广慈救众苦，善贷被群生者”[6]，“贷”为施舍。景教对西

域移民包括汉民人心的关照，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社会的悲悯和救世情怀，无疑成为

了唐人新的感受、体验和想象的内容。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

而安之”[7]。战乱之时景教士们施舍饥者、收揽亡者，对那些视胡人为仇者的义愤填膺汉

人实在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对一般西域移民或是粟特胡人更是雪里送炭之急需，宣传“爱人

如己”的普世化景教显现出人人皆有的慈爱之心，符合基督教信徒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博爱教

义。 

洛阳景教经幢正面虽然镌刻有景教《宣元至本经》，但是丧母、祭母的大悲悯揭示世俗

爱的伦理道德情怀，是神性与人伦的结合，整个经幢没有表现明显地忏悔心理，而集中表现

的是对母爱的祭悼，与中国人孝顺伦理与儒家“仁爱”理论有着相通性。《旧约圣经》十诫：

《出埃及记》20 章 12 节 （和合本）第五诫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

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景教文献中比较详细论述有关“十诫”内容的，是早在贞观年

间景教进入中国后汉译的《序听迷诗（诃）经》，其中宣传信徒有三件事是首先的：“此三事，

一种先事天尊，第二事圣上，第三事父母……第二愿者，若孝父母并恭给，所有众生，孝养

父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舍宅；（第三愿者，所有众生），为事父母，如众

生无父母，何人处生”[8]。 在景教文献中，还多出了“事圣上”与“对人发善心”两事，

特别是将基督教十诫中第五条“当孝敬父母”提前到第三愿，说明景教入华后其伦理优先顺

序的变化，人伦关系中父母被赋予高度的重要性。 

景教宗教的神学信念对于人心的拯救作用，尤其是人们在孤独、忧郁、虚无、罪恶和爱

心与牺牲等时候，就会在人的情感、精神和灵魂世界方面，具有超越现实的想象。尤其在中

国提倡儒家孝道的背景下，景教糅合了儒家因素，不难发现，入华景教崇拜帝王、提倡孝道，

孝敬父母与儒家《礼记·祭义》“大孝尊亲”思想符合。洛阳景教经幢中则明确记有“承家

嗣嫡，恨未展孝诚；奄违庭训……”。可见景教适时把孝经父母这种与自己教义相符的思想

极力传播，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中国汉代以来最讲究“孝道”，在早期佛教进入中国时就遇到“孝道”的冲突，儒家批

判佛教为“不孝之学”，佛教逐渐利用佛经中与儒家重合的“孝”思想，不仅要报答父母之

恩，顶礼父母不能抛弃长辈，而且尊老爱幼推及世间一切善法，既用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构

建桥梁，又提升了生时轮回父母之恩出世法的高度，这才开启了融合的佛教之路。考古资料

证实，新疆吐鲁番古墓群中曾多次出土有高昌国与唐西州当地百姓陪葬《孝经》的衣物疏[9]，

孝观念的传播也影响到当地胡人，史称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

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10]。胡人效法汉人习读《孝



经》不仅说明孝观念深入人心，而且有仿效汉族陪葬墓龛昭告冥界的遗风。唐玄宗开元、天

宝时期又重注《孝经》大规模颁行天下，对长安、洛阳两京胡人不会没有影响。 

景教在佛道之外对唐人情感有着补救作用，强调他的拯救性和超越性，约束人性恶的欲

望，景教含有一种“不死”精神和“强生”的意志。如果说景教的神性拯救精神与道教的人

性逍遥心志都具有超越性，那么超越的方式是不同的，景教拯救悯爱是追求实质性的超越，

道教羽化登仙的逍遥则是形式上的超脱，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人们面对的生存苦难和消弭不幸，

是景教传教士倾身下降到社会基层扶持教徒、信徒“自救”的积极方式，也是将基督教入华

后“母爱”化为心灵需求的意义。 

景教士虽然没有实现使中国皇帝大臣皈依景教的理想，但是他们融入粟特移民的努力基

本是成功的，他们允许教徒祭母祭祖，甚至大秦寺寺主（米姓）、威仪大德（米姓）、九阶大

德（康姓）都亲自参加教徒母亲的移坟仪式，这不仅对粟特移民后裔是一个感动，有利于凝

聚力，也符合儒家文化，更易为当地中国百姓所接受。 

基督教就其本质是一种获救型信仰，这种得救型文化如何转化为被汉人接纳，首先它就

是以伦理话语的身份出场的，景教士以十诫为底本改为十愿，混用掺入新约教义，从“十诫”

的被动到“十愿”的主动[11]，在长安、洛阳这样华夏文化的腹心地带，不被边缘化，就是

以母爱为伦理支柱为景教介入开辟了道路。 

在东方圣土，造物主是仁慈的，但女性遭受着种种苟刻的束缚，唐代虽然不是“男女授

受不亲”的盛行时代，但是妇女地位也不会普遍高于男子。东方教会与其他宗教一样，女性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虔诚顺从，坚贞不渝的忠诚和恭敬顺从的爱心是她们的主要职责，从

出土的大量唐代女性墓志中我们看到，三从四德、恭顺服侍，都是被极力推崇的，她们过着

较为狭窄单调的生活，宗教给她们带来抚慰的心理与激情的世界，是她们的生活的精髓。 

英国 Hanter 教授提示笔者注意：景教总教区中心所在地即叙利亚东方教会对母亲的纪

念并无特殊照顾，在当时叙利亚还是重男轻女，即重视父亲而不是母亲。所以不会对母亲格

外重视。但是景教传入中国后，接触中国儒学、佛教、道教后逐步适应“本土化”，洛阳景

教经幢专门为母亲建造的，而不是为父亲建造的[12]，这本身说明他们不是按照叙利亚教会

原有宗教行事，他们宣教运动已经糅合了一种中国人“孝诚”的普世化意识，这种意识驱使

景教士向长安、洛阳等各地传播福音，也必然产生新的文化交流。（图二、三） 

 

 

图二 洛阳景教经幢正面拓片  



 
图三 洛阳景教经幢背面拓片 

 

二，亡师作用 

洛阳景教经幢上第十行刻有“亡师伯和”名号[13]，由于断裂文字残缺，我们不知亡师

名字之后称谓头衔，但这个亡师一定是洛阳大秦寺传教士群体中的重要组成一员。景教进入

中国后很注意传教时由神格向人格的转换，由宗教向世俗的主导，这都是必须“华化”的主

题，也是体现母爱的主题。按照叙利亚东方教会规矩，一个关键性的布道者就是传教师，这

个“师”的身份认同，即启蒙者的认同。启蒙者，与中国士人传统中“导师”身份自觉认同

是一样的，不过是用另一种文化命名的“师”者而已，这在景教传教士中于新的历史环境下

向启蒙者转换是顺利成章的。这种启蒙者往往以拯救者身份出现，相对于被启蒙者或被拯救

者，他就是“师”，而信徒成为得救者。师是人代替神施行对人的自我拯救，他担当的角色

会使粟特胡人信徒对上帝、耶稣产生一种角色期望或偶像认同。所以我怀疑这位“亡师”也

是西域来的胡人。 

从经幢“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与“亡师伯和”并列来审视，这位“亡师”与“亡妣”

关系很密切，其应为通教理神职人员，很容易成为安国夫人以及粟特后裔们的人格楷模，按

照随后幢记文字记载“愿景日长悬，朗明闇府；真性不迷，即景性也”；[14]“亡师”降临

人间，就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使者，为人赎罪，承担苦难，保证真性不迷，即使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也是神迹。这也是“亡师”很容易被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唐代士人误读为儒家舍身成

仁的至高境界，从而使“亡师”成为被效法和追随的人格标竿。 

我们曾多次讨论过唐人是否能读懂景教经文、碑文的问题，涉及到粟特胡人能否运用汉

文也一直是个疑问，“卢坷宁俱沙”（叙利亚语音译的“圣灵”）“弥师坷”（救世主）“阿罗坷”

（三一妙身）等熬牙绕口的专有名词，以及其他“净风”、“证身”等专有名词，都需要精通

叙利亚文或粟特文等文字的传教“师”解说才可读懂，否则会与佛教、道教混淆。《宣元至

本经》虽然没有其他景教经文中的一些名词，但“景通法王”“大圣法王”专指耶稣基督的

汉文用词也需要“师”解释、介绍。当然，传教僧侣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教徒回归人性的本

能，甚至隐修绝色、绝财、绝意。 

洛阳景教经幢立幢人专门刻上已经逝世的“亡师伯和”，大概就是强调耶稣基督式的救

赎者，“亡师”鼓励教徒要有承担意识，即使没有背负十字架，也要有自觉承担苦难的精神

意向，荣神益人，嘉言懿行，为了替深陷暗渊的人们分担苦弱，需要默然坚忍的献身行为和

基督式倾空自己的爱。可以推测，“亡师”有着慈祥而悲痛的双眼，有着深沉而怜悯的呼声，



有着担当苦难为此牺牲的精神品格，特别是有着爱的人格伦理。 

中国没有“原罪”的传统，只有“恶”的意识，基督教从世俗到神性的超越，就是受难

和牺牲所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亡师教导“景日”、“景性”、“景福”都暗含了安国夫人“母

爱与童心”。相比之下，佛教、道教过重的道德理性带有冷漠的味道，缺少基督教纯情“爱”

的情感，景教“由情入道”，由爱到宗教，最后到达看见人心真性的过程。基督教的人道主

义思想，就是从“爱”出来的，与儒家“仁爱”有一定联系。 

有人提问：洛阳景教幢铭题记里没有提及安国夫人的丈夫、立幢人的父亲，难道真是像

安禄山声称的胡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不重视父系吗？按照汉人感恩的致词首先应该提父

亲的官职爵位、地望家世，但经幢铭记中为什么不提其父呢？或许是只重视母爱不讲究父爱？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景教非常重视的教义，“亡师”伯和是否就是谙于教理阐发得

体的“教父”呢？ 

母爱是有尊崇的，安氏太夫人前面加上“安国”两字，这不仅体现了安太夫人与安国不

可分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号“安国”进一步突出母亲的尊贵地位，或许“安国”作为尊

号有着满足外来移民大家民族认同的现实背景。 

 

三，代祷仪式 

洛阳景教经幢镌刻的“宣元至本经”，虽然以景教原典文化为背景，但是以中国语言为

载体，它的语言一面是温婉、质朴、清丽，另一面表达多了凄婉、沉郁与感伤，这都与“母

爱”主题有关，这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幽邃庄严的行文风格大不相同，语言的修

饰没有过多的比喻和象征手法，如果说西安景教碑是歌颂式的语言，那么洛阳经幢语言表达

了谦卑、本分，似乎充满了心灵的痛苦，使用了“岁时奠酹，天地志同”“于陵文翼，自惭

猥拙，抽毫述文，将来君子，无见哂焉”等语汇，语言风格是人的精神心理和情感态度的外

化，因而洛阳景教经幢撰文者、刻勒者处处表现出啼哭的悲悯，家族的祝福，匠帝的呼告，

是一种沁入人心的历久弥新的记忆。 

景教不仅有着自己系统的神学理论，翻译了一系列诸如《宣元至本经》《三威蒙度赞》

《尊经》等景教经典，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仪规范，礼仪（ordinance）是信徒

表达宗教思想、观念和感情的外在象征性活动，也是最能沟通教徒与“匠帝”的信仰交往、

最能体现教义和信条的神圣活动。可以说，基督教最为吸引世人的部分，不在其深奥的神学

理论，而正是各种繁复的仪式和节日，对一般胡人信徒来说，不管是古叙利亚文、粟特文或

是汉语文本，都不可能成为他们日诵夜念的生活守则，而经常举行各种繁复的礼仪仪式才能

吸引他们，在隆重的仪式活动中聆听来自天上神的声音，激发起信徒崇拜的情感。这与同时

在中国活动的祆教、摩尼教传教方式可能同曲异工，但景教庄严肃穆的独特仪式使人倍感“朝

圣”“膜拜”的严肃宁静。 

安国夫人逝世十几年过后，其子又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迁葬大礼，对母爱可谓非常难忘。

“迁举大事”背景不太清晰，或许原墓地选择不合心意，或家族集资提供再迁新地，尽管我

们不知道这是单独埋葬、夫妻合葬还是教徒集中墓地，但购买土地建茔立幢显然不是由官府

赏赐地皮，而且有专门的料理墓地的“检校茔及庄家人昌儿”，这个“庄家人”并不是种田

的农民[15]，而是安氏“庄”里的家人。安氏之子为“检校茔及庄”派“家人昌儿”专司其

事，正说明对墓园的重视，借此以报母恩、母爱，非同一般也[16]。笔者曾推测昌儿或许是

洛阳教会组织中负责守护墓地与葬礼事务的景教士，属于教阶较低的教士。西安《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上就有一个名叫西蒙的“坟墓的牧师”，负责守护墓地的事务[17]。 

洛阳大秦寺寺主并不是要遵守中国传统葬俗，而是希望通过对安氏夫人的迁葬仪礼来为

景教传教士在洛阳的立足扩展继续奠定基础，因此幢铭题记上不仅专门写上亲族友朋等见证

人，更重要是刻上寺主、大德的名字。这与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代祷者”有着渊源关系，“代



祷”是基督教里倍受重视和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 

景教将圣母玛利亚作为耶稣的保护者和“代祷者”，定期请僧侣为死者做弥撒，是一种

代祷形式，希望借此可以清洁其灵魂并且纪念死者。景教士按照迁葬仪式做纪念性弥撒，祷

歌悠扬响起后，穿白衣的景教士在送葬队伍中抬着棺材，亲属信徒们手持蜡烛跟在手举十字

架的景教士后面参加葬礼，在墓地举行弥撒后将棺材放入最后的葬地[18]。在天国上帝的召

唤下，不分异域孤零道途遥远，也不分万里孤魂实在怜悯，安国太夫人在洛阳找到了她最终

的长眠之所。她的亲朋好友怀着敬虔、敬畏之心为逝去的亲人聘请景教士代祷，迁葬时无论

是在墓地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或是对着经幢顶端的十字架顶礼膜拜，都与代祷的感

恩仪式有关联[19]。 

基督教强调家庭心灵的重要性，而不是肉身的从属，真正意义上对于母爱的颂赞，应该

几乎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不属于基督教的核心价值。但入华景教面对儒家的“仁义”、佛教

的“慈悲”、道教的“清净”，景教在保持核心理念的前提下，在景教“纯净”信仰中吸收本

地“孝诚”文化，凸现人性以便更好的发展。景教已经不是依靠佛教“借腹怀胎”，他们是

用佛教经幢外在形式来宣扬母爱，实际上“侍母至孝”是对家族人品的高度赞扬与褒奖。仅

从迁葬仪式背景上说，目的也是为了减少逝者死后所受苦遭罪的时间，基督教中世纪晚期盛

行的赎罪券，就是这种代祷形式[20]。 

在洛阳佛教老巢开展景教的传教事业，犹如在岩石上播种一样艰难。但是大秦寺景士是

前赴后继的福音播散者，为了让那些看不到十字架的地方，聆听到神的旨意，他们承受了很

多的艰苦、孤独、贫穷，甚至凶险。洛阳遭到安史之乱劫难后恢复无疑有一个过程，景教士

即使要与长安景教总部联系，也要延缓到一月半载才有反馈。 

洛阳与长安一样是一座宗教之城，既是佛教的传播地，又是道教的逍遥津，而且外来摩

尼教的穆护，祆教的祆祠，都在这里并存。虽然我们不知道官家是否允许东方的寺庙与西方

的教堂相互辉映，钟鼓木鱼之声与唱诗班的颂歌同在京城上空飘扬，但是从目前新发现的洛

阳龙门十字架景教瘗穴墓龛[21]，说明它是允许诸多不同信仰的信徒融合为一起的。敦煌莫

高窟北区也有时代较晚的景教徒瘗葬遗迹[22]，可备参考。（图四） 

 

 

图四 洛阳龙门景教瘗葬壁龛照片 

 



洛阳是长安的翻版，洛阳大秦寺是长安大秦寺的接引与延伸，但没有迹象表明，景教士

们的大秦寺曾在洛阳大放光芒，就像长安的大秦寺一样宏伟壮大，他们普及福音的梦想既要

面对着佛道的攻击，又要受制于官场政治伦理的致命性限定。安史之乱以后怀疑和不信任外

国人是中原汉地普遍的心理，历史性的动荡使唐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景教福音事业却在惨淡

时间里继续坚守，安国夫人迁葬之事借母爱主题，“有能讽持者，皆获景福，况书写于幢铭” 

[23]，不仅使景教信徒继续看到了人世间最后福音的希望，也给那些来自不能返榇归国、只

能掩埋中土的中亚胡人极大的心理安慰。 

 

 

西安景教碑额十字架拓本 

 

（本文承蒙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李詝博士多次与我讨论，受益甚多，蔡鸿生、林悟殊先生

审阅拙作，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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